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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湖南乡村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发展
*1
 

王继平，孙延青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组织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出现了

小型化、经济功能消解的趋向;宗族具有的管理、教化族人以及承揽地方公共事务的职能，逐步为乡村政权的国家

职能所取代;现代政党分支机构进入乡村，国民党逐步建立了县乡党部;农会作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在乡村获得普遍的

发展，合作社成为复兴农村经济的手段得到强化，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组织显现了向现代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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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乡村社会组织得以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家庭和宗族组织发生了变化，

家庭结构由大变小，四世同堂的复合家庭逐步被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取代;民国政府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其政治性党团

组织也开始渗入乡村;为复兴日益凋敝的农村经济，乡村经济组织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建立。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组织得以转型

和发展。 

一、乡村的家庭与宗族的变迁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进入民国以后，由于自然经济基础的解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观念的变化，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湖南历来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数代同堂、人口达数十上百的家庭数量很多。1717 年至 1963 年五代以上大家庭有 132 户
［1］128

，

受表彰的五世同堂大家庭共计 44 户，百人以上达 10 户
［2］665

;零陵县五星岭续家村续三雄兄弟四代一起共 72 人
［3］70

;衡南县小江

口贺绍立，年百岁时，五世同堂，全家达口 76 人。
［4］119

这种状况在晚清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乡村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成长后即逐

步瓦解。进入民国以后，城镇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家庭进一步发生变化。首先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其趋势是小型化，

即以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体，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这一变化首先在城镇出现，即工人家庭的出现。工人家庭或者

是夫妻双方均为工人，或者仅仅丈夫为工人，但无论何种情况，此种家庭一般晚婚、晚育，且限于经济的原因(工资低)难以养

育过多的子女，或者无法接纳父母居住一处，因此其家庭人口少，是以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工人家庭的出现同样给乡

村家庭带来变化。首先，中国工人来自农村，并且始终与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农民离村进入城镇成为工人，本身就使农村家

庭人口减少，农村大家庭逐步消失。不仅如此，民国以来，大家庭就被视为束缚青年的枷锁而为进步人士所诟病，新文化运动

时期，家族制度受到猛烈的抨击，维系旧式大家庭的纲常伦理也遭到强烈批判。妇女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特别是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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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妇女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的婚姻家庭观念及制度。1927 年 4 月，在激烈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广大妇女踊跃参加，在 600

万名农民会员中，妇女就占 40%，她们一边与男同胞一样，积极参加政治经济斗争，一边向封建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发起猛攻。

她们在乡村妇联和农协妇女部的支持下，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观念进行冲击，拆毁贞节牌坊、保节堂，

打菩萨、闹祠堂，清查烟、赌、嫖，禁止缠足和蓄妓纳妾;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主，开展剪发放足，号召移风易俗等。 

此外，民国时期日益凋敝的乡村经济，使得维持大家庭变得日益艰难。晚清以来，自然经济陷入解体，商业资本渗入乡村，

地权高度集中，农民生活日益贫困。有调查者对长沙县崇礼堡乡 298 户农户 1948 年 1 月至 5月五个月的收入、支出情况进行了

考察。在这 298 户中，85%以耕种为主业，其中大多数为佃农，平均每家佃地 19．2亩，其次为半自耕农，每家耕种 28．2亩，

自耕农每家耕种 35．5 亩。自耕农平均每户岁入 142 万元，尚须除去 25%的田赋、肥料、人工费;半自耕农岁入 111 万元，除去

10%之田赋、地租及 20%之肥料、人工费;佃户每户岁入 76 万元，其中半数归地主，再扣除肥料、人工，基本温饱不能满足。总

的情况是，收支两抵，佃农家庭亏欠户数达 74%以上，由此可见乡村的贫困化程度。衡山县师古乡的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国时期

乡村农民生活的困顿。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的调查人员于 1936 年在衡山师古乡选择了 304 户农家进行收支调查，其中佃

户 142 家，占 46．7%，自耕农 109 家，占 35．9%，地主 13 家，占 4．3%，无地亦不种地 38 家，占 12．5%，雇农及租入及租出

各 1家，各占 0．3%。除地主外，64%的农户人均年收入仅在 30—50 元之间。
［5］858—859

 

这种收入状态，当然无法支撑大家庭的生活。因此，民国时期湖南家庭结构是向小家庭发展。据统计，民国时期湖南家庭

户均人数为 5．5人，与晚清时期 6—8人相比，已经下降了不少。
［6］128 

家庭结构变化的同时，家庭关系、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家庭是以父系为中心的，父权制非常严重，子女、特别是

妇女在家庭中处于服从和依附的地位。进入民国以后，一方面由于观念的变革，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妇女、子女一

样承担更多独立的劳动，经济上具有了自主的地位，因而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家庭成员逐步具有了平等的权利。

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从法律的角度规范了家庭关系，其“亲属编”规定:“子女从父姓，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第 1091

条规定未成年人无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负担对于其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时，应置监护人。第 1123 条、第 1124 条规

定家是指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共同居住一起的亲属团体，家置家长，之外均为家属。家长由亲属团体推定之，其重要职能

是管理事务，保护家属全体的利益成年家属得自由脱离其家等”
［7］1261—1266

，这些规定确定了家庭成员平等的地位。 

在家庭功能方面，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形态逐步让位于高度分工的现代生产，而日益发达的商品经

济和交易取代了众多原来由家庭提供的服务，因此，生产功能渐渐从家庭中分离，如地处湘西的新晃县，“家庭生产功能退到辅

助地位或消失，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统计全县 13594 个农业家庭，保持自给自足生产功能的有 818 个，占 6%，退到辅助地位

的 9036 个，占 66%，已趋消失的 2264 个，占 17%。”
［8］744

家庭更多地呈现原本的血缘组织形态。 

与家庭密切相关的宗族组织，在民国时期也发生变化并逐步走向消亡。宗族赖以存在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政治上的

专制和宗法制度。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冲破了自然经济的藩篱;民国的成立摧毁了专制的宗法制度，因此，民国时期

的宗族从总的趋势来看是处于变化与衰落的状态，表现为族人的离散、族产的衰败、族权的削弱以及族规的变革。 

晚清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在现代企业发展缓慢的湖南，进入民国以后，现代化企业也开始获得快速发展，据

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1912 年至 1916 年，湖南注册公司有 32 个，注册工厂有 11 个，工厂总数则为 549 个，男女职工 17875 人，

其中女职工 3612 人。
［9］789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湖南湘潭被资源委员会确定为工业基地，开工建设了一批工厂，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沿海地区的工

业内迁，使湖南工业发展获得动力。工业的发展，使得湖南乡村青年离村进入工厂，导致乡村宗族族人的离散;此外，现代教育

的发展，也吸引了众多的农村青年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求学或者到国外留学;民国时期频繁的战争，使得从军成为常态。特别是抗

战时期，湖南从军人数众多，八年征募兵 203．1357 万人，占全国征募兵 1392．2859 万人的 14．6%。
［10］264

各种原因使得民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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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湖南农村人离村率很高。关于地主离开乡村宗族，据 1933 年对长江中下游六省地主离村户数调查统计，湖南有 39280 户地主

离村，仅次于湖北，居第二位。
［11］236

 

关于农民离开乡村宗族，据 1933 年的调查统计，湖南全家离村之农家为 147511 户，占报告各县农户总数的 8%，超过江西

6%—7%的比例，比全国的平均比例高出近一倍。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为 252521 户，占报告各县农户总数之 10．8%，同样高出江

西和全国的平均比例。离村最多的是耕地在 5亩以下的农户，占离村农户总数的 53．3%。
［12］173 

族产是宗族赖以活动的基础，是创办族学、资助族内鳏寡孤独、举办公益事业的经济来源。据学术界研究，民国以来，特

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国民革命以来，作为族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族田有下降的趋势，湖南尤其明显。
①2
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统计，民国二十三年，湖南省每县平均有祠田 380341 公亩，义产 57786 公亩，
［13］61

全省共有 75 县，其祠田总数约为 28525575

公亩，义产 4333950 公亩，二者合计约为 32859525 公亩。同时期湖南省的耕地总面积约为 33471 平方公里，等于 334710000 公

亩
［13］10

，由此可得祠田占耕地总面积的 9．81%。另据国民政府土地调查委员会在世纪年代的数据，湖南祭田和义庄田之和平均

每县为 71309．765 亩
［14］39

，全省 75 个县总计 5348323．375 亩，由上面湖南全省耕地总面积换算后，为 50206500 亩，可得族

田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约 10．7%。据《新区土地改革前的农村》的统计，湖南在土改前的公田比例“一般估计在 10%以上”
［15］61

，

族田占公田比例以 50%到 60%计算
［16］

，那么在土改前夕，族田只占全部耕地的 5%至 6%，远远低于 1934 年的 10%，说明民国时期

湖南的族田是呈减少的趋势的。在农民运动中，祠堂也受到了冲击。1926 年 12 月，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禁止瓜分乡

村公产决议案”提出，“乡村公产如祠堂、庙产等项，应该要拿来做乡村公益事业……应由农民协会邀同地方革命民众团体公议

保存及处置方法”。
［17］41—42

长沙、醴陵、湘乡三个县有 8个农民协会把会址放在宗祠。
［18］19 

衡山县白果区农民协会成立清账委员会，清查所有祠产、积谷及公产，经过清查，“区乡农会办合作社、办农民学校等事业

所需经费，都获得了解决”，祁阳县各区各乡农民协会没收祠堂、庙宇的公田公款并把它们收归自己管理。
［19］

 

伴随着族人的离散和族产的式微，以前被视为神圣的族权也受到挑战。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权力渗透到了乡村的各个方面，

乡村国民教育的发展以及合作社之类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使得宗族的教育与互助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湖南农民运动对封建族

权的冲击巨大，“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20］31 

因此，在农民运动中族权理所当然地受到剧烈的冲击。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生动地描述了族权受到

冲击的情况: 

“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

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

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

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
［20］31—3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赣、湘鄂赣、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族产被视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也受到沉重的打击，

没收宗族的财产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在革命实践中，宗族关系也被阶级关系取代。“在不断的宣传和启发下，农民传统的对宗族

的忠诚，开始让位于阶级的团结。‘亲不亲一家人’的口号，开始被‘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所取代。”
［21］

 

族权的削弱也反映在宗族的领导机构的变化上。在一些宗族中出现了宗族议事会，这就削弱了族长的权力和宗族的宗法色

彩，使宗族的管理有一些民主化倾向。武陵郭氏 1947 年续修族谱，在设立了族、房两级理事会外，该族还成立监事会，并组织

                                                        
2①参见杨婉蓉《试论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期)及林源西《近代两湖族田研究》(南京师

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后者对湖南族田变迁研究尤为详尽，本节关于民国湖南族田变迁的材料均引自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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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会来裁断族内各种纠纷:
［22］404 

本族设理事会，办理关于伦常、祠产、祭吊及约载之一切事项，有随时议处并代表对外参加一切公共组织，与署名、诉愿、

送惩之权。理事会定额七名，其人选以品行端正、学识优长者为合格，但素无不正当行为之人亦为合格。 

理事之产生由全族户主大会一票联选，得票多数者为当选。再就当选理事中票选一人，为理事长。理事会以每年清明、中

元、冬至节前五日为例会期。如有事故发生，经宗人请求，得理事长之许可或理事二人以上之同意，得随时召开临时会议。 

本族设监事会，办理补助理事会推行本约之一切事项，有考察理事会之办事及核算公用账目、随时提出质问及弹劾不良分

子之权。监事会暂定额三人，其人选以熟悉计算、明达事理者为合格，但素无不正当行为之人亦为及格。 

监事之产生由户主大会一票联选。再就当选监事中票选一人为主席。监事会以每年清明、中元、冬至节后五日为例会期。

如有事故认为须开会提出质问时，得随时召开临时会议。 

对于族内的纠纷，也不像以前由族长个人专断，而是采取评议会的形式来处理:
［22］410

凡族内遇有一切争执，该当事人应于衅

起一日内，以口头详叙事实报明族理事长。如认为必要解决时，预签定洞达事理、负有族望之理事三人至五人为评议人，关系

人为当然人。上项评议人，族、房理事及监事均得被签。前项主张之意见，以取得各评议人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为决定。如同

时有两主张时，则征求其他评议人，以得赞同多者为决定。声请人、被声请人除备评议之咨询外，对于讨论事实不得参言。如

提出主张时，尤不得出首强争。但事实如有遗漏，得起立声明再补叙之。 

从上述族规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乡村传统社会组织的宗族，在民国时期逐步进行了变革，以便能够适应新的变化而继续发

挥其作用。事实上，国民党政府为了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对宗族也加以利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排斥宗族意识的思想，

甚至还有以宗族为社会治理基础的观念。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写道:“……中国古来建筑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则

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助。由乡社以至县与省，以构成我们国家大一统的组织。故国家建设的基层，实

在于乡社。”
［23］133 

“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

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
［23］135

因此，宗族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完全消亡，虽然丧失了

帝制时代无所不在巨大影响，但仍然构成乡村社会重要的力量。 

二、乡村政治类组织的发展 

与晚清社会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现代政党组织已经进入乡村，这就是国民党。
①3
国民党改组前，基本上没有基层组织。1924

年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设立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到区党部和区分部五级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得以建立。但

在接下来的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专注于上层工作，共产党人则负责工农层民众工作。工农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

开展起来。国民党“清党”之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遭到杀害、排挤，其基层组织或瓦解或被土豪劣绅把持，陷入了虚化

状态。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后，虽然提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但对县特别是县以下的乡村地区建立组织，并不特别重视。

1931 年国民党“四大”提出:“惟在不发达之县市，可斟酌情形，暂不设区党部;即县党部，亦不必每县设置，亦视发达情形定

之。”
［24］553

 

所以到 1933 年，国民党大约只在 17%的县市设立了党部，党务基层比较好的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省正式建立县党部

                                                        
3
①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也在县设立了分团、区队、分队，但主要在学校活动，故本文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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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 73%、69%、54%和 42%。
［25］608

县以下的乡村地区鲜少有党的分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动员民众投身抗战，针对战前党机器软弱无力、松弛涣散的状况，1938 年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

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之必要，……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
［24］485

决定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

设。蒋介石提出，各省各县党部必须普遍设置，县以下每一区须有一个区党部，每一乡镇(联保)须有一个区分部，每一保甲须

成立一个党小组。1939 年开始实行“新县制”后，要求乡镇一级设立区党部，保一级设立区分部，甲一级设立党小组。小组为

训练党员的单位。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参加区分部或小组会议，小组会议和区分部党员大会规定每两周举行一次。这样，“新县

制”下国民党基层政权系统为:县政府、乡镇、保、甲;与其对应的基层党务系统为: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 

蒋介石还要求在推行“新县制”的同时，县以下“党部机构与行政相辅为用”，提出“若全国保甲内之小组能普遍成立，则

中央一切政令，可以直达下层民众，党政关系自可收表里一致之效”。
［26］146

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资料显示，1945 年 3 月工农

成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由 1939 年的 17．5%上升到 47．3%，几近一半。
［27］7

为了提高乡村组织的水平，国民党还加强了对

乡村干部的训练。1942 年到 1944 年连续三年，乡保干部在训练中的比例从 78．5%到 88．6%直至 94．4%。据 1942 年底统计，

全国共训练各类干部 1160724 人，其中，乡镇保甲长 792672 人，占全国干部训练总数的 68%。
［28］2—6

另据国民政府内政部民政司

1947 年 12 月全国地方干部训练人数统计数据显示，1940—1947 年，全国县以下基层干部参训人数约占训练总人数的 92．75%，

其中乡、镇、保、甲干部占训练总数的 81．05%。
［29］213—219 

湖南省党部按照中央组织部颁发基于训练实施纲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会议及讲习方式，每年分两期对基层组织进行训

练整顿，民国三十三年(1944)并令饬各县采取集中方式召训基层干部。对基层干部的教育训练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至民国三

十三年(1944)底止，受训人数共达 1．1337 万人。
［30］

 

经过努力，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党员，特别是县以下的组织和党员人数，有了大幅度增加。据 1939 年的统计数据，抗战前国

民党共有 52 万名普通党员，由于战争的原因，只余 28 万余人。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党组织，国民党开始大规模吸收新党员，甚

至进行所谓“集体入党”。因此，在 1939—1945 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以每年平均 30 万—40 万人的速度增长，至 1945 年，已

增至 264 万人。到 1945 年年底，全国 29 个省都正式建立了国民党的省党部，县级党部从 1939 年的 1128 个增长到 1992 个;区

党部由 1939 年的 546 个增长到 9397 个;区分部由 1939 年的 13188 个增长到 78681 个。
［31］3

 

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基础比较好。1923 年 4 月，覃振、夏曦、刘少奇等回湘，相继在长沙成立两个国民党分部:第一分部党员

多为学界、新闻界人士;第二分部党员多为工界人士;还在宁乡成立第三分部，在江西萍乡成立第四分部。1924 年 1 月临时省党

部成立后，除巩固已有的 4 个分部之外，还在衡阳、常德、湘潭、湘乡、醴陵、衡山等地建立了组织。
［32］

经过 1 年努力，全省

有 17 个县(市)建立国民党组织，共有正式县党部 7处，临时县党部 4处，县党部筹备处 3处，省直辖区分部 5处，县(市)辖区

党部 26 处，区分部 136 处。
［33］52

 

1926 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党务活动公开进行，县(市)党组织发展较快。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全省县(市)党部组织普遍建

立，到 1927 年 3 月底，全省有县党部 74 处(仅有一个县未建立党部)，市党部 8 处，特别区党部 6 处。同年 5 月马日事变，省

党部被迫解散，县(市)党部机构、人员、资料，均遭毁弃。
［34］

 

马日事变后，通过重新登记审查党员，1928 年 4 月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先后向各县(市)派出党务指导委员，

成立县(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有的县份因条件不具备，则成立党员登记处)，指导各县(市)恢复组建正式党部的工作。全省 64 个

市、县、路、矿，原委派党务指导委员 244 人，续派或改派 171 名。各县(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通过“社会调查”“共党

调查”“附逆调查”，进行党员总登记，对原有组织进行整理和改组，至 1931 年 9 月国民党湖南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各县(市)

党部大部分恢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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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国民党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各县(市)党部始告建成，全省 75 县、1市，加上公路系统及水口山矿共有

党务机关 78 个，其中正式县(市)党部 43 个，县党务指导委员会 10 个，省直辖分部 3个，特别党部筹委会 1个，县党员临时登

记处 1个，县党务宣传员办事处 13 个。
［34］

 

县以下的区分部，为国民党的基本组织，湖南在党务创建时期，非常重视区分部的建设，基本组织发展很快，到 1931 年 8

月，全省已建立区分部 1176 个。
［35］

后因有些县份被红军占领，国民党组织瓦解，到 1934 年，有省直属区分部 158 个，县属区

分部 965 个，合计 1123 个。
［35］ 

抗战前，湖南基层区分部也同样存在涣散的情况，“该省区分部大部例会不开，干事书记日唯利禄是竞，支团部常以游艺为

乐，青年习气日趋浮夸，党团基层已予社会一种不良印象”，“似此情形颇属事虑，嗣后应力谋改进，区分部会议应督令按期举

行，务使基层组织逐步健全，党的基础日臻巩固，至基层干部人员，必须积极施以训练，提高其理论认识与行动能力，其有不

堪胜任者，应设法予以调整，希查明办理，并将办理情形具报”。
［34］

经过整顿，在抗战时期，湖南区分部获得发展，据 1941 年

统计，共有区分部 2857 个。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全省共有区分部 6．4725 万个，其中县属区分部 6．4394 万个，工厂矿区

区分部 28 个，学校区分部 303 个。
［34］

 

以湘乡县为例，国民党湘乡县分支部成立于 1912 年 9 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党务活动停止。1924 年国共合作以后，同年 6

月在湘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建立国民党湘乡区分部;1926 年 4 月，召开湘乡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国民党湘乡县第一届执

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开展“清党”活动，将全县划为 4 个区党部，5 个直属区分部，26 个区分部，

其中首里(第一区)辖 10 个区分部，中里(第二区)辖 4个区分部，谷水、西阳(第三区)辖 6个区分部，娄底、杨家滩(第四区)辖

6个区分部。到 1932 年，全县有区党部 6个，辖区分部 29 个，直属区分部 2个。抗战时期，湘乡县加强了乡村党的组织工作，

到 1946 年 8 月底，全县有区党部 6 个，区分部 163 个，机关区分部 4 个，全县党员有 3081 人(其中女党员 110 人)。
［36］603

—604

区分部分别设在乡镇、保公所、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执行委员多系乡、镇、保和国民学校负责人兼任。就党员发展而

言，在 1927 年 5 月马日事变前夕，湖南全省国民党党员人数在 16 万以上，以农民居多。
［37］115

 

但是“清党”以后，基层特别是乡村农民党员大幅度减少，为此，湖南省党部于 1932 年 7 月第六次委员会决议，要求征收

“信仰本党主义，决心为本党努力者，热爱社会事业有活动能力者，身心健全行为公正为社会所信仰者，勇于牺牲精神者，有

确定职业者;并注意多征求农工及青年分子”。
［35］

省党部同时还规定，全省各县共应征收预备党员 3 万人左右。成分比例为:农界

60%，工界 15%，学界 13%，教育界 5%，其他 7%。另在长沙市区征求预备党员 1000 人，其成分比例为:工农 30%，商界 30%，学

界 20%，教育界 10%，其他 10%。
［34］

到 1939 年 12 月，经审查合格颁发党证的新党员共有 1．56 万名。
［38］

连同原有正式党员 1．9153

万名，全省共有党员 3．4753 万名。1940 年省党部改组，薛岳接任主任委员，实行战时体制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在人力、财

力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实，征收新党员工作较为顺利，到 1945 年共新增党员 17．1918 万名，连同原有老党员，共有党员 19．9907

万名。
［34］

 

三、乡村经济类组织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乡村经济组织，主要是官办的农会和合作社。 

农会兴起于清末，在民国时期获得迅速的发展。就民国时期而言，农会经历了几个性质有所区别的发展阶段。
①4
湖南农会起

自清末，湖南省农会于 1909 年 12 月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建立分会的有浏阳、汉寿、武冈、湘乡、南县、宁乡、保靖、桃

                                                        
4
①李永芳先生的《近代中国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一书中，明晰了近代中国农会发展的历史，他将近代中

国农会发展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官府监督下旨在农业改良的清末农会，民国早期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农会，国民革命时期具

有政权性质的内涵，国民党控制下作为基层政权补充形式的农会以及革命根据地作为政权执行机关的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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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永州、江华、沪溪、淑浦、沅江、岳阳等县市。在国民革命时期，湖南省农会声名鹊起，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的权力机关，

造成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高潮。 

马日事变后，湖南农民运动被镇压，农民协会被封闭或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28 年 2 月，国民党湘鄂政务委员会又发布命

令称“湘省各地之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民众团体，向受共产党操纵利用，一律取消不准活动”。
［39］

125 各地的团体包括农会全部被取消，只有商会“因特殊关系，恢复民国年以前原状，继续存在”。
［40］112

 

国民党在“四一二”政变后，对大革命时期成立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采取了残酷的镇压。1928 年，为了在乡村建立其统

治并与共产党争夺农民群众，国民政府开始恢复农民组织，先后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农民运动方案》《农会法》《农会

法施行法》等相关法规。根据这些法规，各地农会纷纷建立。 

湖南省县级农会于 1930 年开始建立。1930 年 3 月，湘乡县农会在县党部的指导下成立。到 1935 年县市农会 55 个，区农会

393 个，乡农会 2533 个，共有会员 468639 人。
［41］496—498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湖南农会发展得还算比较好，会员数目居全国第二，

但没有成立省级农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动员民众抗战，于 1938 年 10 月颁布了《各级农会调整办法》，提出:“我国

农民运动，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渐趋消沉。各级农会虽多依法组织，而实质极为空虚，工作几近废弛。际此抗战建国时期，本

党负有领导农运之责，巫应唤起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之国家意识，使其组织臻于健全，积极从事抗战建国工作，实

为当务之急。”
［42］135

 

同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农会的发展。1939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核准施行《农会组织须知》，规定“农

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1943 年 6 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农会法》。通过

这些措施，农会有了快速的发展。1943 年年底，湖南各级农会有 473 个，会员总数 20．2902 万人
［43］308—316

，并建立了省农会。

到 1945 年年底，各级农会 728 个，会员总数 29．9498 万人。
［43］388—444

 

截至 1947 年 12 月底，全国共有农会会员 1554．8315 万人，乡区农会 17755 处，县市农会 1271 处，省市农会 34 处。其中

湖南乡区农会 846 处，县市农会 68 处，会员 496．8319 万人。
［44］124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会的性质和作用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

程。国民政府建立农会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农业的进步，就如《农会法》所规定的:“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

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
［41］156

 

《农人运动指导纲领》中也指出农会之设立，“一方面提高其社会道德，增进其智识技能，促进其生产与生产额，以达到改

善生计之目的;一方面健全其组织，对内则使其协助政府，实行本党之土地政策，以求社会安宁，而促进地方自治。对外则提高

其民族意识，启发其自卫能力，共救国家民族之危亡。”
［41］493 

所以在抗战前，农会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农业改良，包括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实验、农产品开发等工

作。抗战爆发后，为动员全国民众投入抗战之中，农会也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农业改良仍然是其工作之一，但其工作重点则转

移到协助政府进行抗战的乡村各项任务方面。1938 年 4 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第五条规定:

“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各级农会调整办法》指出:“我国农民运动，自民国十六年以来，渐趋消沉。各

级农会虽多依法组织，而实质极为空虚，工作几近废弛。际此抗战建国时期，本党负有领导农运之责，亟应唤起占全国人口百

分之八十以上农民之国家意识，使其组织臻于健全，积极从事抗战建国工作，实为当务之急。”
［42］135

故抗战以后全国农会组织发

展迅速，会员大增，但同时也成为政府组织抗战的乡村组织，故有的地方“各级农会纯粹成为县政府执行征兵、派夫、农林、

水利、生产等政令的工具”。
［36］649

 

其实，这也是战时体制的要求。
①5
而且，抗战后农会在协助政府部门进行农业推广、改善农民状况方面还是继续做了不少工

                                                        
5
 ①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会持负面评价的观点，往往以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为参照系统，其实，农民协会是革命时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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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农业推广方面，设立了农业推广实验县，由农会与农业改进机构合作，湖南衡山县就是其中一个。1938 年 7 月，湖南省政

府为统一全省农林机构，加强农业改进力量，将民国二十五年(1936)设立的湘米改进委员会及第一、第二、第三农事试验场，

第一、第二、第三林务局(原为常德旸山、岳麓、南岳三森林局)合组为湖南省农业改进所。该所共有职员 280 人，其中技术人

员占 70%。1940 年，又增设安江园艺场、沅陵茶场、榆树湾血清厂，并将全省划分为 7个督导区，辖 26 个工作站，人员增至 350

多人。1941 年，为了加强农业试验工作，省农业改进所增设了邵阳稻场，芷江、零陵、沅陵 3个林场;邵阳棉场，衡阳、邵阳、

益阳 3个畜牧场;衡山实验榨油厂、衡山实验茶圃、邵阳县治虫委员会。全省划定湘西、湘中 20 个县为防治稻谷病虫害实验区，

人员增至 470 多人。1942 年，省农业改进所业务扩大，增设农业经济系;推广系改名为推广委员会;畜牧兽医组分为畜牧组和兽

医系;附属机构增设了湘乡稻场、长沙仔牛育成站、茶陵、沅陵、零陵 3 个测候所、浦市轧花厂，第一、第二、第三防疫队(分

别负责湘西、湘中、湘南牛瘟防治工作)，督导区改名为督导办事处。至此，其附属机构共 79 个，人员增至 500 余人。在各级

农会和推广机构的合作下，抗战时期湖南棉花、水稻的亩产和总产量均有提高。 

改善农民状况方面，除了创办协助合作社外，就是倡办农民福利社。据 1947 年统计，全国共办有农民福利社 591 个，湖南

有 33 个，居全国第 4位。
［44］1259

 

遍布乡村的农会组织为民国时期的农业发展和抗战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民国时期的学者乔启明曾经评价:“综

观全国农会组织的发展，以数量言，不可谓少，但其亟待改进之处尚多，要而言之，约有下列诸端:(1)一般农会仍多为上行下

的被动组织;(2)农会会务每多操于地方土劣之手，或为鱼肉工具，或假团体名义，因此农会本旨尽失;(3)农会的指导主持者，

非为政治人员，即系地方士绅，每每不谙农事，故不知如何实际改良农业的方法，结果仅有农会之名而无农会之实;(4)各地农

会多无一经济自立计划，每月仰赖会费，及政府等机关津贴等，开支职员薪工及办事费用以后，已无余金，遑言其他建设工作。”
［45］44

 

有些地方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凡加入农会者，非属无赖之徒，即为好乱之辈，遑论发展农业，因此良善农人，退避三舍，

不屑为伍，而若辈愈趋愈恶，份子愈杂，往往假借农会名义，从中渔利，恃众横行，小者阻碍行政，干涉司法，大者勾结叛逆，

聚众谋乱，以此项农会遂一变而为藏垢纳污之渊蔽，作奸犯科之集团也。”
［41］524—527

作为民国时期乡村重要的经济组织合作社，在

湖南乡村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发展。根据中国合作事业协会编《抗战以来之合作运动》统计，湖南历年合作社数量和社员数如

下表:
［46］28—31

 

年份 合作社数（个） 社员数（千人） 年份 合作社数（个） 社员数（千人） 

1936 1985  1941 17755 834 

1937 3674  1942 17510 888 

1938 6111 152 1943 17809 904 

1939 7077 178 1944 18119 1093 

1940 14947 537 1945 18139 2378 

 

从上表可以看出，抗战以后由于政府倡导，合作组织发展很快，人数增长也非常快，同时每千人中社员数 也 大 幅 提

高:1938 年湖南每千人中有社员 6人，1941 年提高到 31 人，1945 年更提高到 42 人。
［46］33—34 

合作社有信用、消费、生产、供给、运销等种类，以信用合作社为最多，反映了民国后期乡村金融的困顿情形。合作组织

对改善乡村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信用合作社提供的信贷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危机，农贷资金通

                                                                                                                                                                                              

员群众的组织，而此时已经是执政党的国民党当然只能是把农会当成乡村控制的方式，抗战的爆发，又使其成为战时体制的一

部分，围绕战争的需要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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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合作社流入农村，对高利贷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运销、消费、供给等合作社为农民提供集体贩卖和购买服务，化零星的少

数贸易为大量的贸易，由间接贸易而改为直接贸易，减少了中间商人的种种操纵和盘剥，农民的利益有所提升。 

民国时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防范，家庭及宗

族组织继续发挥作用，现代型乡村社会组织是不发达的，少数的现代型社会组织也是由政府主导和掌控的，其在乡村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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